Hooker, Richard 胡克尔（约1553～1600）： 英国圣公会神学家及护教士，除了与清教徒（Puritan）特拉维斯（Walter Travers，约1548～1635）在1586年圣殿教会（Temple Church）的辩论而名震一时外，胡克尔的一生可说是相当平淡的：1577～1584，是牛津大学基督身体学院的院士；1585～1591，圣殿教会的教长；兼任乡村一些职务。到晚年，胡克尔全时间写他一生的巨着《教会政制法规》（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），原本是八册，一到四册是1593年出版，第五册是1597年，余下的三册，胡克尔未及整理付梓就离世，由后人给他整理出版，第六及八册于1648年出版，第七册则是1662年。有一段时间，人认为六至八册不是出自胡克尔，因为书中对君主政体及主教制的看法，与十七世纪英国国教的立场不一样，但现代研究证实，后三册亦是出自他之手。胡克尔这套巨着的目的，是反驳清教徒对圣公会之法规、礼仪和庆典的批评，维护圣公会在伊丽莎白王朝的合法地位。

像他同期的圣公会神学家一样，胡克尔开始的时候，亦是专注于与罗马天主教争辩，后来他与特拉维斯展开那场轰动一时的辩论后，便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反驳清教徒的批评上，立志维护伊丽莎白时期圣公会一切政制与法规的正统性。清教徒（包括特拉维斯）认为胡克尔对罗马天主教的容忍是危险的，而传统解释胡克尔思想的人，又倾向推许他的大公精神，事实上他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，只是比当代人略为宽松而已。他思想的特色反而是：忠心维护君主无上的权柄（君主是英国教会最高的管治者）；国家教会分立的主张，以及强调只有因信称义（Justification）本身是真基督教的本质；后一思想使他认为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制（Papacy）和称义观，是非常严重的谬误。胡克尔的神学一直紧守复原教（Protestant）的立场，他自己又是个能独立思想的神学家，使得他的作品不大受欧陆改革宗神学家的影响，他比同期圣公会的神学家更看重教父和中世纪经院学派的思想。

在《教会政制法规》一书中，胡克尔反对清教徒的方法，与同期护教士的方法也不一样，当时人多数是本于加尔文（Calvin）的神学立场，为圣公会的政制与法规一点一点的辩护；胡克尔则是先建立一个广阔的神学基础，然后再把教会的建制置于其上来解释，就是因为这方法，使他争议的论题不致流于琐碎，他的巨著亦成了英国神学传统不容忽视的一环，其贡献相当久远。

胡克尔认为，清教徒只以圣经作为宗教及教制惟一有效的指引，是不足够的；他从中世纪神学（特别是多马主义，Thomism）找理据，把理性与启示（Revelation）结合起来，又融合了亚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ism）和柏拉图（Platonism）的思想在其中，提出了信心与理性（Faith and Reason）相结合的基础。在这基础上，胡克尔建立了一个以理性为秩序的宇宙观，其间是以法律（Law）来管理的。他说，一切现实均须由和谐而合理的法律管治，这种法律是从神自己的本体发展出来，延伸到自然界的律例和人的理性，透过圣经正面的律例，而表现于教会与国家政体与法规。不同层面的存在体，均是从神而来，因此不同层面的律法，都是从神本体的理性律法而来。由此可知，圣经与人藉着古代文献、传统，和政治权柄的律则而表达出来的理性，都是属于同一、普世的，又是有秩序的理性体系，它们的核心是和谐，而不是对抗的；因此传统与权柄所蕴含的理性，可以辅助和解释圣经。

胡克尔这种保守建构的必然结果，就是毫无批判性地接受现况，甚至为它辩护。一个有机、有秩序、为律则管治的宇宙观，是支持一个有机、有秩序、为律则管治的社会；这种秩序、律例和传统，既是以神的理性为基础，绝对顺从建制便是必须的；启示与理性的和谐关系，亦支持教会与国家的和谐关系，它们合起来就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了。

胡克尔又以什么来回应清教徒对圣公会礼仪的批评呢？他说，这些礼仪有它美丽和秩序的价值，事实上教会的庆典和记号，都有这种价值；他不重视讲道，只强调圣礼（Sacrament）为崇拜的核心。在自然与恩典（参自然神学，Natural Theology）的范畴下，胡克尔的神学，可说是道成肉身的和圣礼式的，他认为圣礼使我们能有分于基督内，而基督则是在父神之内。

胡克尔在生的时候没有多少影响力，但在十七世纪，圣公会的神学慢慢脱离了加尔文主义，他就成为圣公会最杰出的护教士；特别是1660年王权复兴之后，圣公会的主教推许胡克尔的思想，最能代表圣公会的精义所在。透过窝特顿（Izaac Walton）为胡克尔写的不尽不实的传记，使他成了英国教会复兴的重要人物，这与历史的胡克尔是不吻合的。

胡克尔对后代圣公会的影响，当然是强大的，他使传统的圣公会神学，走向合理的中庸，指导它对圣经与传统（Scripture and Tradition）、信心与理性、恩典与自然、教会与国家之间保持和谐的关系，也帮助它成为罗马天主教与复原教之间的桥梁，以及促进了社会和政治上的保守精神。

另参：安立甘主义（Anglicanism）；


安立甘大公神学（Anglo-Catholic Theology）。

